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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在“十三五”期间“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社会各界对国际大科学给予了广泛关注。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概括国际大科学与小科学、大科学的区别以及国际大科学的特点，简要介绍国际大科学中ITER计划发展历程、目标以及我国参与ITER的历程、目标和任务，着重对我国参与ITER计划的得失进行分析，并为我国后续参与和牵头国际大科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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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oss and Gain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Bi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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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requests us to make efforts to actively put forward and organize international big science programs and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the coming 13th Five-Year Plan, and all walks of life pay wid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big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of small science, big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big science. And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the goal of the ITER, as well as the course, the goal, and the task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T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oss and gain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TER program, and som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or China participating or initiating international bi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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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科学的概念

大科学起源于1942年6月由美国陆军部实施的“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其被称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项目”或“大科学工程”[1]。1961年，温伯格[2]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并首次提出大科学（big science），大科学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大科学一般指投资巨大、实验设备昂贵且复杂、研究目标宏大、多学科交叉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大科学中的国际大科学不仅越来越受到像美国、德国等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重视，而且也受到像中国、印度等科技欠发达国家的重视。
目前，已有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或计划，其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物理科学领域的高能物理、核物理等，能源科学领域的核聚变、增殖堆等，材料科学领域的质子源、中子源、同步辐射光源等，以及天文学、空间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目前，国际上已有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的“大洋钻探计划”（ODP），由德国牵头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由美国牵头的国际空间站（ISS），由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并牵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牵头的全球地震监测网，由欧盟牵头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由美国和前苏联工头牵头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计划”（ITER），由美国牵头的哈勃太空望远镜（HST），由中国牵头的“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设想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国际大科学工程等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或工程。这些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需要大于1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预研、建造、运行以及维护的“工程式”国际大科学，如由中国牵头的“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效应计划”、美国牵头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美国牵头的“双子座天文望远镜计划”等；二是投资巨大、跨学科合作的规模巨大、尺度巨大的前沿性的“分布式”国际大科学，在项目中各国科学家们围绕一个总体目标，有组织、有协作地开展研究，如美国牵头的人类基因组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3]。
虽然我国基本上参与了绝大多数国际大科学，但是由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却寥寥无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发展理念，并要求在第13个五年规划期间（2016—2020年）“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若干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这为我国今后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
本文首先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小科学、大科学以及国际大科学的特点；其次以国际大科学ITER计划为例，分析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大科学中的得失情况，为今后我国更好地参与或积极牵头组织并主导国际大科学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2  国际大科学的特点

小科学的特征是：“小科学项目通常是有科学家以个人名义或以研究小组的形式进行研究，由科学家或者研究小组来设定问题、独立执行、探索式解决，这种研究方式主要以竞争性为特点，通常科学家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导向，集中在单个学科或领域内进行研究，经常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4]。小科学的竞争性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及大量资金的重复投资。

大科学（big science, megascience, large science）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就其研究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5]。从运行模式的角度来看，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之家的合作、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之间的对等合作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这3种形式的合作是大科学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大科学的合作性会大大优化人力资源的合理使用，以及避免由于竞争带来的资金浪费。

大科学不仅包括只有一个国家独自开展和参与的投资巨大、实验设备昂贵且复杂、研究目标宏大、多学科交叉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而且也包括至少有2个国家共同组织和参与的投资巨大、实验设备昂贵且复杂、研究目标宏大、多学科交叉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我们把把大科学中至少有2个国家共同组织和参与的大科学称为国际大科学。例如射电天文领域中，由中国独自建造的新一代厘米-分米波射电日像仪（MUSER）和目前世界上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不属于国际大科学，然而由澳大利亚、中国等20个国家共同参与和建造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就属于国际大科学。国际大科学工程或计划可以为许多世界前沿性的学科开展创新研究提供世界顶尖或一流的科研平台，同时也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等方面作出重要的战略性贡献。

开展国际上公认的以及演示性的科学创新活动离不开国际大科学，国际大科学既是国际合作，又是大科学计划或工程。国际大科学由于是一种涉及多国共同参与的跨国经济活动，其往往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利益团体，因此在国际大科学执行和管理过程中，比较容易对管理要求产生分歧以及解决矛盾冲突比较困难。参与国际大科学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不仅要关注于国际大科学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更加要关注各参与方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各参与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由于国际大科学各参与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技术标准和规范庞杂以及参与方各国的法律法规行政指令各异，需要国际大科学各参与方共同采用国际惯例或共同协商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
国际大科学的工程目标往往需要通过至少2个国家的至少2个学科领域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参与到对大科学装置或设备的预研、设计、建造等研究开发活动中来实现。同时，国际大科学的科学目标，往往需要多个领域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大科学装置或设备获取的测量、观测数据，以验证其设计之初的科学目标或科学设想，如国际大科学工程SKA需要通过不同领域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分析和处理3 000个建在多个地区的射电天线阵获得的观测数据，进而达到SKA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目标以及其他科学目标。

一个成功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至少应该具有如下3个特征：第一，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科学或工程技术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肯定是能完成的；第二，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或牵头的，并得到该领域或其他领域科学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第三，启动时机已经成熟或比较成熟，且在该领域已经具有足够多的现实条件来开展此国际大科学计划或者工程。一个值得多国政府支持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不但要符合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政策需求，还应该通过许多科学家严谨的组织和评估。
3  ITER 国际大科学计划简介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两位国家元首在日内瓦峰会上提出了建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ITER）的倡议，ITER国际大科学计划（以下简称ITER计划）在1988年由前苏联、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四方共同启动，并开始推展和进行实验堆的预研和设计工作[6]，经过了将近13年的艰辛努力，耗费了15亿美元，在1991年完成概念设计的基础上，最终美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四方在1998年完成了工程技术和部分技术预研。1998年美国因为其国内政治等原因退出了ITER计划后，欧盟、俄罗斯、日本三方继续合作并对原有的工程设计进行了完善，在2001年7月完成了ITER计划的工程设计最终报告以及主要部件的研制。ITER计划的实施过程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造期为10年的工程建造阶段，预计建造费用约50亿欧元；第二阶段为运行期为20年的运行阶段，预计运行费用为50亿欧元；第三阶段为5年的去活化阶段，预计花费8亿欧元；将ITER装置交由东道国退役作为第四个阶段[7]。
2003年初，中国加入ITER计划谈判；同年，美国重返ITER计划，韩国于6月参加ITER计划的谈判。经过将近2年的艰辛谈判和有关高层运作，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欧盟、美国六方在2005年6月共同签署了《ITER场址联合宣言》，并确定将法国的Cadarache作为ITER计划的场址。印度在2005年年底加入ITER计划的谈判。2006年5月24号，ITER七方（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在巴黎爱丽舍宫签署了ITER计划联合实施协定[8]，并在东道国法国成立了独立的国际组织（ITER组织）来协调、管理以及保障ITER计划顺利开展相关的科研活动。根据签署的联合实施协定，各参与方须在其国内也应成立相应的联合执行体来支持ITER计划的实施，配合国际组织共同开展相关工作[9]。
ITER 计划的目标包括科学目标和工程技术目标[10]。ITER计划的科学目标是建设一个能产生核聚变功率为5 MW、能够连续维持大于500 s的氘氚燃烧的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堆，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通过研究ITER装置中氘氚燃烧产生的等离子体的性质和控制方法，这将是人类未来实现受控核聚变能商用之前所必须要经过的非常关键的一步。ITER计划的科学目标的实现，将在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为商用核聚变堆的顺利建造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ITER计划的工程技术目标需要通过创造和维持氘氚燃烧等离子体来验证各种核聚变技术来实现，通过ITER计划来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未来能直接用于商用核聚变反应堆的相关技术。ITER计划现有的工程设计已有坚实的技术基础，该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时，验证各个采购包部件在核聚变环境下的辐照损伤和大电动力的冲击等性能，以及发展本地实时的大规模制氚技术，是ITER计划在技术上的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也是设计与建造商业核聚变堆之前所必须要做的前期工作。

在ITER计划的建造期内，ITER七方参与计划的方式包括20%左右的现金出资以及80%左右的实物出资。实物出资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各成员国将其承担的采购包在各自国内制造成核聚变反应堆所需的部件，并通过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物流运输公司运至ITER现场，且需要通过现场验收后才能将部件进行安装。则运输环节的成败将在很大同程度上决定着每一个参与方能否顺利完成自己承担的采购包任务，以及整个项目能否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实施。

ITER计划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目标是建造一个氚核聚变实验反应堆，并利用建造的核聚变反应堆来验证人类和平利用核聚变能是否具有科学上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在清洁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资源问题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的今天，ITER计划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决定人类能否快速安全地、大规模地使用聚变能，进而可能为人类从根本上提供一种解决能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根据ITER组织理事会2016年6月15～16日在法国Saint-Paul-lez-Durance开会期间批准的ITER项目新进度表，ITER比预定时间2020年推迟5年建成投产[11]。2016年10月12日，据路透社最新报道，目前正在法国建设的ITER的造价估值已飙升3倍（调试前的总支出将达约180亿欧元）[12]。
4  参与ITER国际大科学的得失分析
我国于2002年开始立项调研加入ITER计划的可行性，随后经国务院批准，由科技部、外交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公司等相关部委组成的中方代表团于2003年2月正式加入ITER计划的协商谈判。2003年11月，我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ITER专项论证专家组进行论证。经过不到4年的时间，我国终于在2006年11月，以平等、全权伙伴的身份与参加ITER计划谈判的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聚变能组织特权和豁免协定》及其他相关文件，这标志我国正式加入 ITER 计划。

从2006年正式加入ITER计划到现在，我国承担了ITER计划中的6个采购包、12个子包（ITER整体共有22个采购包，含97个子包）[13]，这12个子包包括：包层屏蔽模块、包层第一壁、环向场线圈导体、极向场线圈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系统、磁体支撑系统、诊断系统、气体注入系统和辉光放电清洗系统、脉冲（负荷）高压变电站设备、交直流功率变流器-磁体线圈电源、磁体馈线与校正场线圈导体。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ITER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院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于2009年10月23日签署了第一份国内采购合同——环向场（TF）认证合同。2011年，我国承担的环向场（TF）磁体导体采购包开始交付第一根导体，此后，我国承担的12个采购包将按进度要求陆续完成实物交付任务。

我国参加ITER计划的目的主要有2个：第一，通过ITER计划将建造的可持续燃烧的托卡马克型核聚变实验堆来验证核聚变反应堆的工程技术可行性；第二，通过全权独立参与国际大科学ITER装置的建造和运行，全面共享磁约束核聚变研究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锻炼和培养一批具有世界顶尖或世界一流核聚变科研能力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带动我国复杂系统控制技术、成套设备制造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进而全面推进我国核聚变能源的研究发展。

我国参加ITER计划的主要任务包括：以全权和平等的独立身份全面参与国际大科学ITER计划的决策和管理，并保证我国的各项权益以及履行相应的承诺和义务；积极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核聚变研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建立健全与我国承担采购包制造任务实施管理机制、管理体系以及制定相关采购包实施方案；培养和形成一支与核聚变能相关的稳定及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和工程技术研究队伍；在参与ITER计划期间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国内大中型核聚变装置改造的前期预研工作；消化、吸收、全面掌握ITER计划的研究成果。

从2002年开始立项调研加入ITER计划的可行性到目前的这段时间，我国取得了如下一些成就：

（1）通过参与ITER计划，体现了我国在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未来能源危机方面具有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核聚变能以及相关科学方面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开创双边或多边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局面、拓展科技合作领域与方式、完善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机制、增强科技前沿学科力量、提升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

（2）通过参与ITER计划的管理和决策过程，使我国在核聚变能研究方面进入世界最前沿提供了可能，我国将全面掌握ITER计划产生的技术成果和相应的知识产权，提升国内磁约束聚变研究的开发能力，尽快缩短与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凝聚和培养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核聚变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同时也推动了国内核聚变能的深度研究与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在核聚变能领域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将为中国未来开展自主设计、制造核聚变能反应示范堆以及研发清洁能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3）通过参与ITER计划，我国获得了ITER计划所有采购包的设计、建造等方面的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的内部资料，而且分享了ITER计划的所有知识产权；同时我国充分利用了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始终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水平和效益，而且在国内形成了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接轨的世界一流的科研风气和科研思维模式。
（4）通过参加ITER计划，为我国企业提供了走向国际的机会，并推动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的能力，扭转了我国在未参加ITER计划之前只向欧洲进口核电部件而不向欧洲等发达国家出口核部件的不利局面；同时，由于我方ITER组织的坚持，我国承担的采购包中要交付的工程部件的运输工作几乎全部由我国的物流企业来负责运输，这就有效地保障了国内企业的利益。
（5）通过参与ITER计划，大批磁约束核聚变、高精尖贵重科学仪器设备、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生、年轻研究人员以及年轻科学家深入掌握了ITER计划的实验设计、分析数据、解释实验结果，这不仅使他们锻炼了探索和解决科技前沿问题的动手能力，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勤奋、自信、严谨、精益求精的研究风格以及国际视野。
（6）通过参与ITER计划，完成中方承担的所有采购包标准的需求分析，理清了相应采购包的设计、制造等环节涉及到的标准，并建立了采购包相关的标准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发布了中国磁约束核聚变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GB/T 4960.9—2013《核科学技术术语第9部分：磁约束核聚变》；同时我国通过积极参与美国ASME和法国AFCEN磁约束核聚变相关标准的编制，有利于跟踪、掌握和共享国际核聚变最新的标准化成果，并主导国内磁约束核聚变技术领域标准内容的编制，进而提升了我国核聚变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但是我国在参与ITER计划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我国有些学者过于看重知识产权以及通过知识产权来谋取经济利益，这就阻碍了创新知识的非盈利性扩散以及不利于创新知识的共享和成果的产业化。科学家以及科研人员过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个体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反而不利于知识创新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5  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我国参加国际大科学ITER计划的得失，给我国未来参加国际大科学和未来积极参与和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资金、人才、管理等很多方面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使我国能够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大国形象，我国必须积极参与或提出并牵头组织跨越国界及地域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并努力使我国的科学研究从“跟跑”转向“并跑”与“领跑”，逐渐进入一个“我国主导”或“参与主导”的阶段。同时，我国在参与国际大科学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研环境，以争取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来中国进行科学研究，这将会抹平中国在人才吸引方面的文化劣势。此外，无论是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都应该使我国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才能够参与到世界最前沿科学研究，并且能够共享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理念，使我国能够通过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来提升和带动国内的相关基础科研水平、高精端仪器设备制造技术、先进的管理水平和配套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能力。努力规避像ITER计划延期和造价飙升这种类似的风险，以及我们目前的合作方式和内容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重数量轻质量，为合作而合作，目的不明确，前期准备粗糙，被动接受外方提出的不太合理的合作要求，对自身需求不甚了解，甚至有可能出让了我国的国家利益等问题。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建议我国在如下几个方面来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第一，制定与我国“十三五”规划配套的以及国家战略相符合的，积极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政策以及与国际大科学相关的配套研究政策，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依据我国科技强国战略需求以及国情，将有关国际大科学提升为重点支持或扶持的对象，制定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的路线图。
第二，改进和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我国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同时引进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或科研人员。将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作为积极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的科学家或科研人员的常规性科研经费，鼓励相关科学家或科研人员继续长期从事擅长的科学研究，以及建立与积极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相应人员的职称评定和考核制度。
第三，加强政府在国际大科学双边或多边合作中的宏观协调力度，并重点加强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等科研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的合作力度。同时设立国际大科学国际合作基金，为科学家个人或其所在的团体提供积极参与或牵头国际大科学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此外，加大国际一流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防止我国已有科技人才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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